流动儿童应该在哪儿上学？

周　皓

随着各级领导与政府、学术界和媒体等对流动儿童问题（特别是教育问题）逐步重视以来，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国家教育部及各省区都相继出台了有关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政策，并提出了“由迁入地政府负责，以公立学校为主”，应该说政策体系已逐步得到完善。笔者及其他研究者都曾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政策演变历程作了详细的分析，在此不再赘述（周皓，2003，2004）。同时，也有许多文献针对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赵树凯，2000年；叶之红等，1997；汪明，1997；周皓，2001）。但是，在肯定这种政策的作用与意义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在以公立学校为主的政策体系之下，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同样会产生或存在一些问题（如流动儿童在公立学校受到学校、教师和同学的歧视，在同一学校中处于不同的生活水平等造成流动儿童心理的不平衡等等）。其二，尽管政策中明确提出了“以公立学校为主”，但现实生活中仍然可以看到有许多条件较差、设施简陋、师资力量不足的流动儿童学校（或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而且还呈现出数量与规模不断上升的趋势。那么，政策规定的主要接受流动儿童的公立学校、与条件相对较差的流动儿童学校，这两者到底哪一种形式更有利于儿童的发展呢？或者也可以更为直接的，国家目前所制定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是否真正地有利于儿童的发展呢？是否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呢？对任何政策的评价必须有一个标准，那么针对当前的这种流动儿童就学政策的评价，就应该从儿童本身的角度来考虑。

生活的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对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及结果都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用。生活环境的改变将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乃至于成长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已有许多研究同样也注意到，流动儿童由于感觉到社会不平等的存在而使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反感情绪，并影响到他们今后的生活道路的选择（周皓等，2003）。但尽管社会各界都逐步关注迁移与流动人口，或者更为确切的是关注于“进城务工人员”（这里事实上已经对这批流动人口的身份做了带有歧视性的特殊界定），但相对而言，从人口迁移的研究来看，目前研究的焦点仍然放在人口迁移的流向、流量及对迁出、迁入地的经济发展影响等宏观层面上，对于人口迁移的后果微观研究，特别是针对流动儿童的各种状况及影响因素作用的研究仍相对较少。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研究目的，本文选择了儿童的心理现状作为评价标准，以常住儿童为参照组，比较就读于不同类型学校和家庭类型的流动儿童心理状况的差异，“以儿童为中心”来评价当前政策的科学性问题。并将此作为人口迁移后果微观研究的一个补充与拓展。

一、研究数据

1、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笔者于2003年10月，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对部分公立学校和流动儿童学校进行的问卷式抽样调查数据。这次调查包括5所北京市公立学校和5所流动儿童学校（即通常所说的打工子弟学校），以及1所由公立学校创办的流动儿童学校。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从每所学校的三年级和五年级中各抽取一至二个班（具体班级数目根据班级人数而定，调查目标是每个学校、每年级的学生人数在50人左右）。由于调查中包括了公立学校，因此也包括了部分北京市常住儿童，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参照组。本次调查中的学生问卷主要涉及北京市流动儿童的教育状况、生活状况以及心理状态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为测量儿童的心理状况，问卷中特别加入了儿童心理量表。除此以外，我们还对所抽取的11所学校的学校情况作了问卷调查。问卷由校长或主管教导主任负责填写，并及时回收。

2、问卷的回收与清理

学生问卷一共发放了1177份，由于是当场回收，因此全部回收，回收率为100%。学校问卷发放11份，全部回收。

家长问卷的回收方式为：由学生将问卷带回家里请其父亲或母亲填写（具体由父亲或母亲填写按照学号或座位号来确定），然后由学生带回交班主任回收。这种回收方式存在的问题是：学生未填写相对应的编码（因为问卷中不包括学生及家长的姓名），致使部分问卷回收后无法匹配；另一个问题是，有部分学生未能及时交回家长问卷。但这两个问题所造成的样本损失量不大。家长发放的数目和学生问卷一致，但是由于时间间隔以及住校生等情况，最后收回的问卷为1161份，损失16个样本。

由于学生问卷与家长问卷之间存在不一致的一些问卷，因此，将无法匹配的学生问卷全部剔除；然后将这些学生按照：1）在流动儿童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2）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和3）在公立学校就读的常住儿童，这三种类型按照流动儿童申报的户口登记地状况予以划分，并剔除无法识别的案例。最后得到1135个有效案例。
	年级
	公立、北京
	公立、流动
	流动儿童学校
	合计

	3
	74
	179
	323
	576

	5
	90
	176
	293
	559

	合计
	164
	354
	614
	1135


3、儿童心理量表的说明

儿童心理量表包括两个量表。一是测量孤独感的量表，采用Asher等（1984）编制的儿童孤独感自我评定量表。该量表包括16个题项，为5级评定量表，从完全符合到完全不符合，分别记作1到5分。将反向题转换后，计算每个儿童在16个题项上的部分，分数越高，表明孤独感越强烈。

另一是测量抑郁感的量表。采用由Kovas(1992)编制的儿童抑郁调查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中文版。该量表包括27个题项，用于测量抑郁的不同症状，睡眠困难、胃口不好、自杀意念等。每个题项由关于同一内容的三个描述句组成，这三个描述分别反映了正常反应、中度抑郁症状和严重抑郁症状，分别记为0分、1分、和2分。要求被测试者选择其中一个最符合自己情况的陈述。计算每个儿童在27个题项上的总分，分数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这一工具被广泛用于儿童抑郁的评定，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Kovas,1992)。已有研究证明，该测验的中文版施测于本研究被试年龄段的儿童是有效的，可信的（详见Chen et al. 1995；Dong et al., 1994）。

由于被调查的儿童在回答时可能遗漏心理量表中的一道或两道题目，造成项目的缺失值，从而使最终无法计算其整张量表的得分，因此，在这一步骤中同样会使样本量存在一定的损失。在有关孤独感的量表中，仅有972人有综合得分；有关抑郁感的量表中，仅有1063人有综合得分。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如果未加特别说明，对于孤独感部分的分析将利用所得的973人为样本；对抑郁感部分的分析将利用1063人为样本。即均排除了得分值缺失的案例。

二、调查中流动儿童的基本状况
1、学生性别、年级与学生性质

在1135个有效样本中，共有男生629人，女生506人，性别比为124.3。从分年级的看，三年级的学生共有576人，五年级的学生共有559人。

按学生性质来看，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儿童为164人，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为355人，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共为616人，均为流动儿童。具体有关样本中的性别、年级与学生性质的状况请见表 1。

由表 1中数据可以计算得到，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儿童的性别比仅为105，属于正常范围；而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的性别比则达到了136.67，而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儿童的性别比则达到了123.19。这表明，在流动儿童中性别比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正如以前我们所看到的，作为流动人口的父母亲是否带孩子来到迁入地，以及带何性别的儿童都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偏好（周皓，2003）。而在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上，更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偏好，选择公立学校入学的儿童的性别比高达136.67，这说明流动人口的父母亲更愿意男性儿童进入公立学校学习。

2、年龄

由表 2中的数据可以看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流动儿童的入学时间相对较晚，而且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也基本上相同。由于流动儿童跟随父母亲的迁移与流动，造成在学习上有一定程度的脱节，从而在其转校、转学过程中会相对滞后。如果比较他们的平均年龄，那么，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儿童在三年级时的平均年龄为8.35岁，五年级时的平均年龄为10.49岁；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在三年级和五年级时的平均年龄分别为8.63岁和10.94岁；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儿童在三年级和五年级时的平均年龄分别为9.10岁和11.32岁。（具体结果请见表 3）。可见流动儿童的平均年龄均大于北京市常住儿童。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在流动儿童学校就读的儿童的平均年龄，明显地大于在公立学校中就读的流动儿童。这可能会与家长对儿童的教育期望有关。如果家长对儿童的教育期望较高，那么也就会更早地让儿童接受更好的教育，也就更愿意送他们到公立学校就读。

3、儿童是否在北京出生
表 4给出了儿童是否在北京出生的交互表。由表中的结果可以看到，尽管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儿童也有一部分不是出生在北京（这部分儿童应该算是迁移人口），但其比例较低，（而且由于人数过少，且大部分就读于流动儿童学校的北京儿童都由于有一定的疾病而无法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因此无法作为一个参照组）。而在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和在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儿童中，则有一定比例的儿童是出生在北京。总体比例在10%到15%之间。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也基本相同（周皓，2003）。因此，尽管我们应该关注到这种流动儿童在迁入地的长期性，但相对而言这批儿童的比例还是比较小。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不关心他们的某些基本的权利问题，如儿童免疫等基本医疗保健问题。

三、孤独感的测量结果

根据972个有效案例计算得到的有关孤独感的测量值，最大值为5.00，最小值为1.44；均值为3.804，标准差为0.6505。

如果再进一步考察其中得分最大值（5.00）的12位学生，那么可以发现，在这12名学生中，竟然有8位学生是来自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另外4位是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市常住儿童，仅有1位来自于流动儿童学校。如果以均值为标准，列出高于均值的儿童的学生性质（见表 5），可以看到，尽管孤独感高于均值的496名儿童中，以来自流动儿童学校的学生数量最多，达212人，但这批人在样本总体的流动儿童中所占的比例仅为34.42%，远低于公立学校中的常住儿童（67.68%），和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48.73%）。这已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相对而言，这种孤独感并不是很强，相反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在孤独感方面甚至于要低于北京的常住儿童。

为了比较各种类型的儿童在孤独感方面存在的差异，下面予以分别描述。

1、学生性质

首先考察三种性质的学生在得分均值上的差异。北京公立学校常住儿童的得分均值为4.099（N=157，标准差=0.7046）；公立学校中流动儿童的得分均值为3.863（N=315, 标准差=0.6815）；流动儿童学校中学生的得分均值为3.675（N=500, 标准差=0.0.5743）。ANOVA Table中，F=28.748，sig.=.000。

尽管三类儿童在均值上的差异并不是很大（仅分别为0.236和0.188），但这三个得分在方差分析中所表现出的显著性达到了.000，说明三种性质的学生在孤独感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以公立学校中的常住儿童所感受的孤独感最强，其次是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而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的孤独感则是最低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标准差的变化在常住儿童中变化最大，其次是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而最低的仍然是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

同时，为了测量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与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这两类在孤独感方面的结果差异，再重新做了一个方差分析，结果表明，F=17.897，sig.=.000。这说明这两类在不同学校中入学的流动儿童在孤独感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且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的得分均值高于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

2、年级

其次，考察三年级与五年级学生在得分均值的差异。三年级学生的平均得分为3.714（N=480，标准差=0.6550）；五年级学生的平均得分为3.893（N=492，标准差=0.6344）。ANOVA Table中，F=18.843，sig.=.000。这说明三年级儿童的孤独感相对弱于五年级的学生。

3、学生性质与年级的交互分析

表 6给出了有效样本按学生性质与年级分的孤独感得分状况。其中各类别之间的差异性是显著的(Sig.=.000)。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性与上述两种所显著的状况基本相同，即各种性质的五年级儿童的均值均高于三年级的儿童；而公立学校中的常住儿童的得分均值最高，其次是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最低的是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

4、其他

如果再考察某些变量，如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出生在北京等有关儿童经历的特征变量，所得到的结果与上述基本相同，而且也均呈现出较强的显著性。但如果以性别为自变量来看，那么，男学生与女学生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

四、影响因素分析

1、研究假设

本文的研究假设最主要也在于对自变量的选取问题。从总的来看，儿童的个人特征及其家庭特征将是影响其心理状态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所选择的儿童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儿童的性质（包括公立北京、公立流动、流动儿童这三类）、性别、年龄、年级、已在本校学习的时间长度、是否是在北京出生、以及是否是独生子女共七个变量；而家庭背景则包括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家长的户口性质、与孩子的交流情况
、家庭收入、以及配偶是否在北京共五个变量。基于上述这些变量，形成了本文的研究假设。最主要的研究假设如下：

正如本文最初所述，本文的目标是回答这样的问题：流动儿童在哪种学校上学更好，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一是：流动儿童在流动儿童学校就读时的心理状况要好于在公立学校就读。这是因为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在流动儿童学校中是最为自然的，最符合他们自身的生活环境与心理成长的需要，他们不会因为受歧视、忽略而形成自我封闭的孤独情绪。

但任何一种心理状况不可能只受一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是受到整个生活环境中许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而形成的，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也就是流动儿童个人的基本特征及其家庭背景。因此，假设二是流动儿童的个人特征，主要是性别与年龄特征对于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假设三，家庭背景中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的心理状况会有一定的影响。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则儿童的心理状况会相对更好。

假设四，是否为独生子女将会影响到儿童心理的成长状况。相对而言，非独生子女的儿童的心理状况相对于非独生子女可能会更差。

假设五，由方差分析可以看到，儿童的心理状况与其所在的年级有关一定的关系，而年级越高，则孤独感越强，越容易形成自我的空间。

假设六，儿童来学校就读的时间长度对于儿童的心理状况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是因为如果儿童刚进入学校可能需要有一定时间的适应过程，而当儿童在一个学校中生活学习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会交上一些朋友，从而使其活动在同伴之中，使其儿童心理更好地成长。

假设七，父母与子女的交流情况将会影响到儿童心理的成长。如果父母与子女之间并不存在着任何交流，从而无法及时针对子女的心理状况做出正确的辅导，也无法引导子女的心理健康成长。

具体的数据结果请见表 7。

2、研究结果

首先来看儿童特征部分的变量。

作为最为关键的流动儿童性质（以公立学校的北京常住儿童为参照组），在模型中未能容入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这一虚拟变量。这是由于这一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线性问题。因此，在方程中仅纳入了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这一变量。而这一变量在模型中的显著性水平较高(p<=.01)，而且这一变量的系数为负，这说明，如果控制其他条件，而仅考虑在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常住儿童与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之间的差异，那么可以认为，流动儿童学校学生的得分均值比公立学校的常住儿童的得分均值低0.132。也可以认为，从普遍的情况来看，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的孤独感相对较弱，而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儿童的孤独感相对较强。

其次，性别因素在模型中并不显著，即男生与女生在孤独感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第三，年级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模型中表现出负向作用，且其显著性水平较高(p<=.01)。即，相对于5年级的学生而言，三年级学生的平均孤独感得分较低。这可能是由于五年级的学生相对比三年级的学生更为懂事了，也懂得挑选伙伴与朋友。

第四，在模型中已在本校就读的年数这一指标非常显著，且其为正值。这一指标说明如果儿童在该学校中学习的时间越长，则孤独感相对会更强。这一点似乎无法解释。

第四，是否出生在北京和是否为独生子女这两个变量未能在模型中显著。这似乎与最初的研究假设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即如果是独生子女，那么，其孤独感应该更强于非独生子女。但事实并非如此。这里可能的解释是，作为北京市的常住儿童中，有一部分仍然并不是独生子女；而流动儿童中尽管非独生子女的比例较高，但是许多调查清楚地表明，作为流动人口的父母亲在携带子女来京、以及带哪个子女来京时都有一定的考虑，通常的情况是带小的不带大的，带男的不带女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跟随其父母亲来北京的儿童本身就已经经过一个选择；跟随父母亲的非独生子女来到北京后仍然与独生子女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

再来看有关儿童的家庭背景对其心理状况的影响。

其中显著的变量包括与子女的交流情况和配偶是否在北京。而其他变量如家长的户口性质、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等都不显著。这里说明，不论家长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也不论其受教育水平如何，从父母亲的角度来看，儿童的孤独感最主要的来自于父母亲是否关爱与引导子女的思想，以及是否能同时得到父爱和母爱。如果父母亲与子女之间的交流越多，那么，儿童的孤独感相对较弱。即使是贫困家庭的儿童，由于父母亲的及时引导与关心，从而可以使儿童避免许多心理问题。相对而言，即便是富有的家庭，如果父母亲不关心子女，不予以更多的引导与教育，那么儿童同样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孤独感。

五、结论及讨论

1、结论

本文前述的某些假设在研究中确实得到了证实，但某些假设同样被推翻了。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研究假设。

首先，各种就学性质的儿童在其心理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并不仅仅是表现在流动儿童（不论是在公立学校的，还是在流动儿童学校的），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市常住儿童的心理状况问题。如果排除儿童在填写问卷时出于某种原因而故意误填个人想法的情况，那么，北京常住儿童的心理状况则是更为令人担忧的。

其次、儿童的性别特征并不对儿童的心理状况会有很大的影响；相反，作为与年龄相一致的所处的年级则是影响儿童心理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在本校就读年数对儿童孤独感的正向作用使我们不得不另外寻找新的解释原因。

第四、家庭的经济背景与文化背景对儿童的心理状况并不是直接的影响作用，但家长对儿童的关心与教育引导则是最为重要的。同时，配偶是否一起在北京对儿童的心理成长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2、讨论与建议

以往的研究中通常是定性地提出，在公立学校中就读的流动儿童可能会由于生活习惯不好、学习成绩差、说话带口音等原因而受到来自于同学与教师的各种歧视，并致使流动儿童不能很好地与同学、老师相处（周皓，2004；韩嘉玲，2001）。这里，我们从孤独感方面测量的儿童心理状况，在三种不同性质（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儿童，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以及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的流动儿童的心理成长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得的结论是，以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的孤独感最低。尽管在上述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到，影响儿童心理状况的因素是多元的，但其中所处学校的性质则是最为重要的。换而言之，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流动儿童在公立学校上学并不是在城市中最佳的学习环境，尽管公立学校有关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如合格的教师、先进的教学设备与良好的学习条件）可以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相反，在简易甚至于破陋的流动儿童学校中，尽管教师并不一定都有教师资格证书，尽管没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与设施，尽管学校周围的环境也可能较差，但流动儿童却可以更适应于这种环境与氛围，更能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那么，从这一点来看，流动儿童所就读的学校更应该倾向于流动儿童学校，而并不是选择公立学校。

当然，并不能由这一次儿童心理量表的测量就可以完全证明，国家与政府在就流动儿童入学政策方面的内容有一定的偏误。但至少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流动儿童学校的存在是有其必然性的。尽管以前已经有过对这种必然性的定性讨论（周皓，2004），但这种定量的证明再一次了这种必然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是否能够对目前处于自由发展、自由竞争中的流动儿童学校给予某种指导与帮助，以期能够为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更好地学习与发展提供某种政策支持呢？

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种政策的效果，即对于常住儿童的心理影响。上述结果也表明，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儿童的心理状况是三类儿童中最差的，那么，产生原因又是什么呢？尽管这种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与流动儿童共同在一个集体中的生活与学习，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作为北京市的常住儿童，不论其家庭背景，还是生活条件，还是学习成绩，均优于流动儿童。因此，他们在选择同伴或朋友时可能会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同时也会使其陷入无法找到合适的朋友与同伴的情况，使其在集体的生活中逐步处于孤立状态而自我封闭，进而增强了对他心理发展的负向作用。这可以算是当前这种流动儿童政策受教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之一。

针对上文提出的结果与讨论，有以下几点建议可以予以充分：其一，加强对流动儿童学校的管理与服务，出台相应的政策，并对其进行实际的、必要的支持、引导与规范，避免盲目竞争局面的出现，以致影响流动儿童的身心健康。其二，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加强公立学校教师与同学的《儿童权利公约》培训，以期能够真正地平等地对待孩子。其三，加强家长对儿童权利与儿童成长教育方法的培训，倡导更加关注儿童，尊重儿童的氛围。

当然，影响儿童心理状况的原因是多样的，也是复杂的，这从本文所建模型的确定系数可以看到，本研究中所选择的变量仅能解释的部分较小。包括同伴关系、教师教育方法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儿童的心理状况。而本研究仅选择孤独感一个方面来测量儿童的心理状况稍显单薄，但这为今后研究的奠定了基础。

同时评价一个政策的好与坏并不能仅仅从一个方面来考虑，而更应该从政策的起源、制定与实施等各方面来衡量与评价。但是在当前转型时期的社会背景之下，如何评价当前有关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乃至于整个义务教育制度问题，是非常紧迫的事关民族兴存的大事，都应该予以认真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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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中有关性别、年级与学生性质的基本情况

	
	性别
	年级
	

	
	
	3
	5
	小计

	公立学校中的北京
	男
	41
	43
	84

	
	女
	33
	47
	80

	
	小计
	74
	90
	164

	公立学校中的流动
	男
	107
	98
	205

	
	女
	72
	78
	150

	
	小计
	179
	176
	355

	流动儿童学校
	男
	172
	168
	340

	
	女
	151
	125
	276

	
	小计
	323
	293
	616


表 2　样本中儿童的年龄分布

	
	
	男　生
	
	
	
	女　生
	
	

	年龄
	公立北京
	公立流动
	流动
	合计
	公立北京
	公立流动
	流动
	合计

	6
	1
	
	4
	5
	
	
	
	

	7
	2
	3
	2
	7
	
	3
	3
	6

	8
	23
	49
	32
	104
	23
	39
	37
	99

	9
	16
	41
	87
	144
	10
	23
	79
	112

	10
	16
	34
	67
	117
	31
	32
	54
	117

	11
	23
	56
	69
	148
	15
	41
	60
	116

	12
	2
	15
	51
	68
	
	8
	31
	39

	13
	
	6
	19
	25
	1
	4
	10
	15

	14
	
	1
	4
	5
	
	
	1
	1

	15
	1
	
	3
	4
	
	
	1
	1

	16
	
	
	2
	2
	
	
	
	

	合计
	84
	205
	340
	629
	80
	150
	276
	506


表 3　各年级、各种学生性质的儿童平均年龄

	年级
	学生性质
	均值
	案例数
	标准差

	3
	公立北京
	8.35135
	74
	0.58362

	
	公立流动
	8.6257
	179
	0.92991

	
	流动儿童
	9.09907
	323
	0.96335

	
	小计
	8.8559
	576
	0.95557

	5
	公立北京
	10.4889
	90
	0.92705

	
	公立流动
	10.9375
	176
	0.82224

	
	流动儿童
	11.3242
	293
	1.23615

	
	小计
	11.068
	559
	1.11476

	合计
	公立北京
	9.52439
	164
	1.3267

	
	公立流动
	9.77183
	355
	1.45217

	
	流动儿童
	10.1575
	616
	1.56472

	
	合计
	9.94537
	1135
	1.51611


表 4　儿童是否在北京出生

	性别
	是否出生在北京
	公立北京
	公立流动
	流动儿童
	Total

	男
	是
	76
	31
	39
	146

	
	否
	7
	174
	301
	482

	
	合计
	83
	205
	340
	628

	女
	是
	76
	35
	27
	138

	
	否
	4
	115
	249
	368

	
	合计
	80
	150
	276
	506


表 5 孤独感得分高于均值的儿童人数及比例

	
	高于均值的儿童人数
	样本中各类学生人数
	比例(%)

	公立北京
	111
	164
	67.6829

	公立流动
	173
	355
	48.7324

	流动儿童
	212
	616
	34.4156

	合计
	496
	1135
	43.7004


表 6　按学生性质与年级分的孤独感得分状况

	年级
	学生性质
	均值
	案例数
	Std. Deviation

	3
	公立北京
	3.937
	69
	0.772326

	
	公立流动
	3.796
	155
	0.675688

	
	流动儿童
	3.604
	256
	0.584173

	
	小计
	3.714
	480
	0.654952

	5
	公立北京
	4.225
	88
	0.622206

	
	公立流动
	3.929
	160
	0.682839

	
	流动儿童
	3.750
	244
	0.555155

	
	小计
	3.893
	492
	0.634377


　　　　　　　　　F=28.748  Sig.=.000

表 7　儿童心理状况的影响因素

	
	
	模型一
	
	模型二

	常数项
	4.225 
	
	4.142 
	

	流动儿童学校的学生（R＝公立北京）
	-0.132
	-0.104＊＊＊
	-0.119
	-0.094＊＊＊

	性别
	-0.030 
	-0.024
	-0.029 
	-0.023

	年级（R＝五年级）
	-0.195 
	　-0.157＊＊＊
	-0.192 
	　-0.155＊＊＊

	已在本校就读的年数
	0.044 
	　　0.105＊＊＊
	0.043 
	　0.102＊＊＊

	出生是否在北京（R＝是）
	-0.021 
	-0.012
	-0.034 
	-0.019

	是否独生子女（R＝是）
	0.043 
	0.032
	0.053 
	0.040

	家长的户口性质（R＝农业户）
	
	
	0.109 
	0.059

	与孩子交流的情况
	
	
	-0.087 
	　-0.074＊＊

	父亲受教育水平（R＝文盲）

小学
	
	
	-0.009 
	-0.006

	初中
	
	
	0.042 
	0.033

	高中
	
	
	0.046 
	0.028

	大学
	
	
	-0.124 
	-0.018

	研究生
	
	
	0.119 
	0.015

	母亲受教育水平（R＝文盲）

小学
	
	
	0.023 
	0.018

	初中
	
	
	0.016 
	0.013

	高中
	
	
	0.024 
	0.011

	大学
	
	
	-0.015 
	-0.003

	研究生
	
	
	-0.340 
	-0.040

	配偶是否在北京（R＝是）
	
	
	-0.135
	-0.055＊


　　　　　　模型一：F=8.1227, Sig. = .000　R Square = .042

            模型二：F=2.8060, Sig. = .000  R Square =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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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杨渝川博士为本次调查提供了这两分心理量表，本部分有关量表的内容引自：杨渝川，《儿童同伴关系及对其学校适应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5月。


　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利用孤独感指标。


� “与子女的交流情况”这一变量是根据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否与孩子聊天，是否检查孩子作业，是否陪孩子玩，经加权平均后得到的指标，表示父母亲与子女之间的交流状况，或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与引导的重视程度。三个题项的选择项分别为：1、经常；2，一般；3，很少。得分越高，说明与子女的交流越少。


� 由于年龄特征与儿童的年龄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因此，在儿童的个人特征中未将年龄加入，以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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